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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对夺取国家政权的批评经常被讽刺为基于对国家的抽象的道德反对，而忽略了我们目前面临的残酷现实。然而，如果仔细阅读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就会发现，他们认为革命者不应该夺取现有国家权力的真正原因是，实现他们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




这些实际的论点是以他们对社会的理解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由具有特殊意识形式的人组成的，他们从事活动——行使满足动机驱动的能力——并在这样做的同时改变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例如，当工人罢工时，可能会发生一些根本性的转变。工人可以通过学习参与直接行动和自我指导他们的生活来发展他们的能力;获得新的激励动力，例如反抗老板的愿望，或成为工会的会费支付成员;转变他们的意识形态，我指的是他们体验、概念化和理解世界的特殊方式，比如将老板视为阶级敌人，或意识到要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必须与其他工人集体组织起来。通过参与这种活动，工人不仅转变了自己，而且发展了新的社会关系。他们与同事们形成了相互支持和团结的纽带，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生活的社会条件，比如挣到更高的工资或让老板害怕他们。这通常被称为实践理论或实践，它是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共同的许多理论承诺之一。




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实践理论的主要后果之一是手段和目的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无政府主义(自由或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无国籍、无阶级的社会，工人集体拥有生产资料，并通过委员会对他们的工作场所和社区进行自我管理，在委员会中，每个人对影响他们的决定都有投票权和直接发言权。这些理事会将通过联合形成一个由区域、国家和国际联合会组成的分散系统来协调大范围的行动，在这个系统中，尽可能多的决定由地方理事会自己做出。这将通过区域、国家和国际一级的定期大会来实现，由理事会选出的可立即召回的授权代表出席。最重要的是，代表们不会被授予独立决策的权力，并将其强加于他人。决策权仍将掌握在选举他们的委员会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一个社会将被从事这些活动形式的人所再生产，通过这样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以及作为具有共产主义社会所需的适当能力、动力和意识形式的人自己。例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当地委员会的工人将通过直接民主制度做出决定，其中每个成员都有投票权。通过参与这些地方委员会，他们不仅能做出决定，而且还能以这种方式再生产自己，成为有能力和希望做出决定的人，比如能够有效地做记录，制定人们会支持的建议，并确保少数人不会在会议上发言。




想要并有能力再生产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不会神奇地出现。共产主义社会只有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才能出现，因此必须由目前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人们创造。鉴于此，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大多数人口必须在与资本主义本身的斗争中参与活动，将他们转变为想要并能够通过地方委员会和委员会联合会自主指导他们的生活和社区的人。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共产主义就不会产生。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要存在，真实的人必须通过自己的活动日复一日地建立和再生产它。




因此，革命者必须使用由实践形式构成的手段，这些手段将真正把个人转变成能够并希望创造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那种人。如果革命者错误地使用了错误或不恰当的手段，那么他们就会产生一些人，这些人将创造一个与他们最初意图不同的社会。引用马拉泰斯塔的话说：




光有欲望是不够的;如果一个人真的想要它，就必须用足够的手段来确保它。这些手段不是任意的，而是受我们所期望的目的和斗争发生的环境的制约，因为如果我们忽视手段的选择，我们就会达到其他的目的，可能与我们所期望的截然相反，这将是我们选择手段的明显和不可避免的结果。凡上大路走错弯的，不是往他所要去的地方去，乃是往大路引他去的地方去。[1]




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国家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夺取国家政权是一条将工人阶级引向一种新的专制阶级社会的道路，而不是预期的共产主义目标。要理解为什么，我们首先需要理解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国家是什么意思。通过对国家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社会结构的深入分析，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他们写作的那个时代，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将国家定义为一个等级森严、中央集权的机构，它使用专业组织的暴力来履行再生产阶级统治的功能。这样的国家被政治统治阶级(将军、政治家、高级公务员、君主等)以自己的利益和经济统治阶级(资本家、地主等)的利益来操纵，以对抗大众。例如，克鲁泡特金写道，国家“不仅包括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的存在，而且还包括一种领土的集中，以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职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一套完整的立法和治安机制被建立起来，以使某些阶级受其他阶级的支配。”因此，国家是“等级制度的完美典范，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使所有个人及其所有可能的群体服从中央意志。国家必然是等级分明、专制的——否则它就不再是国家了。”[2]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就像所有的社会结构一样，是由各种形式的人类活动构成的，因此，参与国家生产和再生产了特定类型的人和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这与人们的意图或目标无关，因为重要的是他们所参与的社会结构的性质，以及构成和再现这种社会结构的活动形式。在Reclus看来，参与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置于决定性的条件中，而这些条件反过来又决定了他们。”[3]因此，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将参与各种形式的人类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活动将把他们变成工人阶级的压迫者，工人阶级关心的是再生产和扩大他们对其他人的权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社会主义者转变为压迫者的过程，既会发生在被选举参与现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身上，也会发生在企图通过政变夺取现有国家并将其转变为工人国家的社会主义者身上。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国家是一个集中的、等级分明的机构，政治统治阶级垄断决策权，决定受其统治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因此，少数真正行使国家权力的社会主义者将决定并决定工人阶级的生活，而不是使工人阶级能够自我指导自己的生活。用马拉泰斯塔的话说,




凡有权柄管物的，就有权柄管人。谁统治生产，谁就统治生产者;谁决定消费，谁就是消费者的主人。这就是问题所在;要么是在利益相关方的自由协议基础上进行管理，这是无政府主义;或者他们是根据管理者制定的法律来管理的，这是政府，这是国家，它不可避免地是专制的。[4]




其次，通过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社会主义者会被他们在社会等级制度顶端的权威地位所腐化，并被转变为既不想也不想试图废除自己对他人的权力的人。根据Reclus,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及其所暗示的一切并非纯粹的本质，更不是哲学上的抽象概念，而是置于特定环境中并受其影响的个人的集合。这些人在尊严、权力和优惠待遇上高于他们的同胞，因此被迫认为自己高于普通人。然而在现实中，大量的诱惑困扰着他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使他们降到一般水平以下。[5]




指挥的习惯




进入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最初可能“热切希望”废除资本主义和国家，但“新的关系和条件一点一点地改变它们”，直到他们背叛了事业，同时告诉自己他们正在推进它。[6]简而言之，用巴枯宁的话来说，“指挥的习惯”和“行使权力”给人们灌输了“对大众的蔑视，以及对掌权者的夸张的自我价值感”。[7]




国家社会主义者可以反对这一论点，声称国家不必被构成政治统治阶级的少数人所掌握。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反对意见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必然是中央集权的、等级森严的机构，因此只能由高层的少数人掌握，而这些人实际上在日常工作中行使权力。在巴枯宁看来，




几千人，更不用说几万人，几十万人，要有效地行使这种权力，肯定是不可能的。它将必须通过代理人来行使，这意味着委托给一群被选出来代表和管理他们的人，这将永远回到所有的欺骗和屈从的代表或资产阶级统治。在短暂的自由或狂欢的革命之后，新国家的公民们将醒来，他们是新一群雄心勃勃的人的奴隶、傀儡和受害者。[8]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虽然这些代表将构成少数，但他们仍然是工人，因此不能构成一个独特的政治统治阶级。巴枯宁对这一论点的回答是，这些人是“以前的工人，一旦他们成为统治者或人民的代表，他们就不再是工人，而将开始从国家的高度看待整个工人的世界。”他们将不再代表人民，而是代表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统治人民的自负。“[9]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国家不仅对那些行使权力的人有负面影响。它还会伤害大量受其影响的人，使他们从事一些不能将他们培养成共产主义社会所需的人的实践活动。这是因为工人们不是学习如何有效地自我组织他们的生活，而是受制于少数派统治的权力，因此被迫按照指示行事。他们将学会服从和服从上级，而不是自己思考和行动。他们不学习如何与他人平等交往，而是学习把那些有权力的人放在神坛上，崇敬他们，就像资本主义下的人学习英雄崇拜所谓的“工业领袖”或政治有名无姓的领袖，比如英国王室。正如巴枯宁所写的那样:“权力不仅会使被迫屈服于权力的人堕落，也会使投入权力的人堕落。”[10]




国家权力的手段和目的




鉴于上述情况，无政府主义者得出结论，夺取和行使国家权力必然是基于一种手段——由政治统治阶级进行少数人统治——这与实现建立一个以全体工人阶级自决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是不相容的。理论上，一旦不再需要保卫革命，工人国家的领导层将组织国家的衰落和最终废除。然而，在现实中，无政府主义者在俄罗斯革命前几十年就预言，涉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践形式将把真正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转变为暴君，他们关心的是再生产和扩大他们的权力地位，而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废除它。在《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巴枯宁宣称，尽管国家社会主义者宣称“这种国家枷锁，这种独裁统治，是实现人民彻底解放的必要过渡手段;无政府状态或自由是目标，而国家或独裁是手段”，他们忽略了“独裁除了使自身永续存在外没有其他目标，独裁只会在忍受它的人身上产生和培养奴隶制”。[11]工人国家自称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实际上，按照马拉泰斯塔的说法，“是‘党’对人民的专政，是少数人对‘党’的专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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